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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辩论背景

汉朝统治者在面临重大决策时，会召集群臣议事。在议

事时，臣下被赋予就题展开讨论的机会，但讨论的议题由

皇帝拟定，最终决策权亦归于皇帝，臣下所拥有的议政空

间始终局限于皇权政体的基本框架之内，辩论结果受皇帝

个人喜恶、性格影响颇深。王恢与韩安国辩论时，必须符

合道德的标准才能感化人心，赢得统治者的青睐，最终取

得辩论的胜利。

辩论前，汉兴七十余年，由于长期无大规模战事，加之

国家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社会财富得到空前积累。即便偶

遇水旱之灾，百姓仍能维持基本自给，城乡仓储充实，国

库积蓄丰厚。京师所藏铜钱累积至巨万，以至于贯穿钱绳

朽坏而不可计数；太仓之粟积攒数年，溢出仓外，部分粮

食腐烂不可食。民间街巷、田野马匹成群，以致乘坐年轻

母马者被视为贫贱。守门小吏也可食肉，官吏因久居其位

而子孙长大，甚至以官名为姓氏。在此背景下，民众普遍

自爱畏法，崇尚礼义，以犯法为耻。然而，司马迁敏锐指

出，物极必反：财富集中导致豪强兼并、骄纵奢侈，宗室

与公卿大夫竞相逾越礼制，在宅第、车马、服饰上僭越无

度。及至武帝前期，王恢设马邑之谋，却以失败告终，匈

奴断绝和亲，侵扰北境。长期战事使民众苦于徭役，财政

耗竭，百姓疲敝，便想方设法巧避法令。财力不支，朝廷

遂开“入物补官、出货免罪”之例，导致选官制度败坏，

廉耻观念崩塌，武力进用，法令日趋严密。正是在这种财

政危机与国家干预下，专事聚敛的兴利之臣应运而生。匈

奴侵盗不已的现实威胁，与上述强盛的国力形成矛盾，构

成了廷辩爆发的直接原因。当匈奴来请和亲时，主战与主

合便成为两者争论的焦点。

2  韩安国以圣为名的反战论证

韩安国在辩论前便已名声渐显，七国之乱中，坚守住

了梁国国都睢阳。此外，窦太后的小儿子梁王受宠非常，

不仅有权推举梁国国相和二千石级官员人选，还有拱卫京

师、平定叛乱的功劳。但他恃宠而骄，修建的宫殿堪比皇

宫，积累了数不胜数的财富。不由得引起了汉景帝的不

满，韩安国则从长公主刘嫖入手，哭诉了梁王平定七国之

乱的功劳以及母子之情，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长公主转述

给窦太后，窦太后再转述汉景帝，这才消除了兄弟、母子

之间的隔阂。上述二事，可见韩安国的胆略与声情并茂的

辩论方式。

韩安国主张“勿击”的论辩策略是以史为鉴的保守做

法，开篇就援引汉高祖白登之围的教训：“臣闻高皇帝尝

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

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委婉提

醒汉武帝，同时警示主战派。随后韩安国重新诠释了和亲

政策，将高祖派遣公主和亲的决策提升到“圣人以天下为

度”的高度，强调“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这种论述

将政治决策道德化，使得主战立场在道德层面陷入被动。

称和亲政策“至今为五世利”，则是借助祖宗成法的权威

性来增强自己立场的合法性。

韩安国借此奠定了他的辩论基调，宣传对匈奴用兵风险

极高，并标榜“圣人”典范与“和亲”传统的合理性，直

言“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故

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表明和

亲政策长期存在的优势，彼时“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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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指高祖采纳娄敬（刘敬）之策，彼时娄敬建议高祖将

公主嫁与匈奴单于，厚赠财物，使所生之子继位为单于，

利用血缘牵制，可不战而臣匈奴。娄敬又言关中人少，近

胡而东有六国强族，宜徙齐、楚等诸侯后裔及豪杰充实关

中，以强本弱末。高祖从之，徙十余万口。

他将高帝的和亲塑造成“以天下为度”的“圣人”之

行，将“主战”等同于泄“私怒”，在道德与政治正确性

上抢占制先机。随后，韩安国便分析匈奴战术特性与军事

风险，他指出匈奴是“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去如

收电”，强调匈奴“居处无常，难得而制”的特点，这种

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给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带来巨大挑战。

此处描述与《史记》“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

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的记载吻合，结合上文韩安国

对白登之围、娄敬和亲之议的描述，可见他常以引经据典

作为论证手段。他最为有力的论述在于对战争后果的预

判，警告说，如果发动战争，将导致“边郡久废耕织”的

局面，如果轻装急进，则难以取得战果，行军时容易被侧

翼威胁、中途截断；行动过快则粮草不继，行动过慢则会

延误战机，行军不到千里，人马便会断绝粮草。这种基于

民生考量的论述，既体现出政治家的责任感，使韩安国占

据道德高地。

韩安国的论述层层递进，其立论之基深深植根于历史教

训与现实主义考量，援引“白登之围”的历史创伤以增强

帝王的恐惧感，利用古代“孝”道思想鼓励当朝皇帝延续

前朝和亲之举。同时，指出在草原与匈奴决战，汉军处于

结构性劣势，长期战争会导致经济秩序失衡，将战略风险

具象化为民生灾难，以此进行最后的道德与情感劝谏，不

可不谓不精明。

3  王恢变古雪耻的主战论证

王恢为西汉燕地（今河北北部）人，是汉武帝时期位

列九卿之一的大行令，主管边疆事务。他出身边吏，因长

期在边境为官而“习知胡事”，了解匈奴的情况。除马邑

之围外，在与韩安国辩论前，他为人所知的功绩是成功处

理了闽越危机。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

郢出兵攻打南越，南越向汉廷求救。王恢与韩安国一同被

委以重任，由王恢率军出豫章。汉军兵锋未至，闽越内部

发生政变，其王弟余善联合众臣杀死闽越王郢，并将首级

献给王恢求和。王恢审时度势，接受了这次投降并就此罢

兵，使汉朝未经大战便平息了此次乱局。

王恢的论辩态度是求变，面对韩安国基于历史经验的

稳健立场，他首先提出“变易”观，解构“和亲”的合法

性。为从理论上挑战韩安国的立论基础，王恢提出“五帝

不相袭礼，三王不相复乐”的观点，主张变革。此语出自

《礼记·乐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

袭礼”的记载，是儒家经典中关于制度变革的权威论述。

王恢引经据典，为其“变古”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他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尤为精彩，并不否认韩安国所举的

史实，而是赋予这些史实全新的解释。关于高祖的白登之

围，他认为“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

下之心也。”这一解读将高祖的和亲政策从屈辱妥协重新

定义为暂时忍耐，为当下的政策转变扫清了道德障碍。

在具体的战略分析上，王恢敏锐地抓住时代变化这一

关键因素。他强调当时国家强盛已有“万倍之资”，与汉

初的国力不可同日而语，此时开战犹如“以强弩射且溃之

痈”，生动表达了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判断，也展现出必胜

的信心。为进一步降低汉武帝的道德压力，他通过描绘描

绘边境士卒伤死，中原地区运送灵柩的丧车接连相望的惨

状，他将主战从战略选择提升到道德义务的高度，巧妙地

化解了韩安国的道德攻势，而“雪累世之恥”的提法，更

是精准地触动了汉武帝建立不朽功业的雄心。王恢的论述

旨在解构韩安国的历史叙事，并构建新的行动逻辑。

他直接挑战韩安国“祖宗成法不可变”的立论根基，认

为政策应各因世宜。将白登之围释为耻辱，主战之举实为

雪耻之举。他将高帝的和亲解释为主动的、充满智慧的战

略忍耐，而非永久的屈服。这既维护了高祖尊严，又将和

亲政策定义为无奈妥协之举，从而为当下的主战扫清道德

障碍。

此外，王恢还借用韩安国对匈奴的军事特征分析，并

反转譬喻，重塑敌我力量认知。以“强弩”喻此时汉廷的

军事实力，是对韩安国潜在担忧（劳师远征，强弩之末）

的话语反转。他将匈奴比作“且溃之痈”，将汉军力量比

作足以清除毒疮的“强弩”，扭转了力量对比的叙事，从    

“难以战胜”变为“一击即溃”。

纵观这场廷议，“雪累世之耻”是王恢辩论的核心煽

动点。他将数代人的和亲政策重新定义为“累世之耻”，

将一次军事行动升华到为民族和国家雪耻的道德高度，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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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迎合了汉武帝建立不世之功的心理。诉诸“国耻”叙

事，激发帝王实现春秋一统的鸿愿。

就汉武帝个人意志而言，《史记》与《汉书》中的武

帝形象都呈现出强势的一面。《史记·太史公自序》言汉

武帝“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将   

“外攘”视为建功立业之举，与内修法度并列，表明此举

或有安稳朝廷之意。此处夷狄之提法，无种族歧视之意，

更多的是彰显汉武帝的雄心壮志。而《汉书·武帝纪》评

论道：“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

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即使对汉武帝多有批

判的司马迁，也认为武帝有宏图大略。可见，强势的性格

使汉武帝天然倾向于王恢所描绘的宏伟蓝图。

此外，武帝拥有“一雪前耻”的资本。王恢的主战倾向

在朝中已有武安侯田蚡等支持者，加之王恢对少数民族事

务较为熟悉，更能取得皇帝信任，而时任丞相的田蚡是支

持王恢的。此时，汉廷的骑兵已有发展，骡、驼、驴等牲

畜的使用增强了战时的运力，军队得到扩充，户数与仓廪

充实，具备物质基础。

这场辩论也可视为韩安国、王恢两人保守与冒险的态度

之争，王恢立足于对现实利益的敏锐审度，洞悉到和亲政

策无法约束匈奴反复背约这一结构性的失效，因而主张抓

住战机，以主动的军事打击重塑边境的长期安定。与之相

对，韩安国的智慧则体现为对代价与风险的冷静评估，他

以“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的传神譬喻，深刻揭示了

远征作战必然伴随的力量衰减与不可控风险。前者重在把

握战略机遇，后者重在规避系统危机，这场辩论实际上是

进取之心与持重之虑之间的博弈。

4  余论

王恢与韩安国的辩论，是两种有历史与理论支撑的战略

路径的对抗。韩安国立足于历史教训和现实困境，其论据

坚实；王恢则着眼于时代变化和力量转化，其诉求激进。

汉武帝采纳王恢之议，是个人雄心、国力基础与战略转

型需求在历史节点上的契合。尽管马邑之谋战术失败，但

它标志着汉帝国对匈政策的转折，其影响远超越了一场战

役的得失。司马迁、班固等史家通过翔实记录双方的言论

与事件的结局，引导读者思考历史决策中理性计算与意志

冲动的取舍，封建社会重大决策受统治者个人好恶影响较

深，历史事件属于人事，便离不开人心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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